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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健康城市是在工业化与城镇化

进程中应对健康挑战的全球性行动，也

是我国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

措。全球健康城市发展的历程既存在显

著共性，也因发展阶段和治理要点而有

所不同。基于国内外健康城市的研究探

索和实践经验，总结提出规划干预的 4
个主要路径，分别是减少健康风险暴露、

关注重点人群、提供健康资源、促进健

康行为。同时，兼顾困境应对和健康促

进两个干预方向，结合我国现行规划编

制和实施体系的特点，构建健康城市规

划的工作框架，提出综合发挥规划编制

的管控引导作用、规划许可的实施管理

作用、健康影响评估的反馈作用，在探

索中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城市

规划实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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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has witnessed how glob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re being challenged by health issues, and Healthy City is one of the

crucial initiatives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The rise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ealthy cities worldwide have essential similarities, bu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stage and path taken, practices also vary. Based on a

review of glob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building healthy cities, this study

highlights four approaches, namely reducing exposures to harmful factors, focusing

on disadvantaged groups, ensuring access to health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healthy

behavior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how health-oriented interventions

fit into China's current urban development.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of healthy

city planning is proposed, which contains three initiatives of plan formulation, plan

permission, and plan evaluation, corresponding respectively to the roles of control

and guidance,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and feedback.

Healthy city plann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eds to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in the re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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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明

确提出了建设健康城市的发展目标，要求“把健康融入城乡规划、建设、治理的

全过程，促进城市与人民健康协调发展”[1]。健康城市是由健康的人群、健康的环境和

健康的社会有机结合的整体，通过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发展、社会资源的扩大以及系统间

的相互支撑，使每个人都能充分享受生命、发挥潜能[2]。健康城市规划则是以健康为目

标，针对城市开发边界内的公共资源和空间要素开展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

理。健康城市规划构建在规划设计、医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等跨学科领域的

基础之上，在研究方法和干预机制等方面存在创新需求，但在实施阶段却需要纳入现行

规划编制与实施管理体系。如何从发展理念走向规划实践，是现阶段制约我国健康城市

发展的主要掣肘。

1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干预

快速城镇化进程对公共健康的影响不可忽视[3]，城市在为人们提供发展和机遇的同

时，也集中了大量环境风险和健康威胁[4]，包括工业化生产和机动化交通导致的环境污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区建成环境促进健康老龄化的规划响应”成果 （项目编号：

51878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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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人口聚集和流动造成的疾病传播等。

与此同时，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疾病谱

改变、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健康负担以及

社会生活中日益凸显的心理健康问题等，

使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健康福祉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一个多世纪以来，越来越多

的研究表明，健康不仅是个体层面与医

学领域的问题，也需要群体的努力和公

共领域的系统应对[5]。

1.1 发展中的健康城市议题

19世纪中叶，面对工业革命和早期

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卫生挑战、传

染病威胁，物质空间规划、社会性规划

与公共卫生被联系在一起[6]，城市开始有

组织地处置垃圾、污水，改善恶劣的居

住条件。英国公共卫生法案（1848年）、

美国区划法（1916年）等陆续出现，基

础设施的建设和居住环境的卫生得到重

视，以改善公共卫生为重要目标的现代

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应运而生。

20世纪末以来，公共健康领域的讨

论从疾病防控拓展到健康促进与健康管

理。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作为健康影响

要素得到空前关注。2012年，《柳叶刀》

杂志发表题为“为健康塑造城市”的研

究报告，指出城市规划应以促进健康为

目标深入探索 21世纪城市环境的复杂

性，并采取从国家到地方的系统应对措

施[7]。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第八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上提出“将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
cies），呼吁各国关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

中的健康影响，倡导通过跨部门合作减

少健康隐患[8]。2020年以来，突发新冠疫

情在全球范围内再次引发了城市如何应

对传染性疾病威胁的广泛讨论，内容涉

及阻止疫情传播的空间手段、应急医疗

资源的部署，以及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维持城市秩序和民生水平的系统反思，

促进了全社会对健康城市建设重要意义

的共识。

总体上，健康城市的全球实践经历

了从被动应对生存困境到主动干预健康

效益的转变。本世纪以来，规划设计视

野下的健康城市探索主要包括以下 3个
重点领域：一是立足于生态环境的宏观

视角，关注人类活动引起的自然环境和

气候变化及其导致的生物学、生态学屏

障破坏，生态安全格局失衡等后果，致

力于通过区域乃至全球战略重塑人类健

康安全格局。二是针对人居环境的建设

与更新需求，鼓励城市和社区采取积极

措施持续优化健康服务资源配置，推动

在地化规划干预行动，提高建成环境的

健康效益。三是着眼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维度，探讨利用公共政策和规划设计

手段引导积极生活方式，促进不同收入、

年龄和性别群体之间的健康平等与社会

融合。

1.2 我国健康城市的发展

与欧美国家一样，我国对健康城市

的关注同样始于公共卫生挑战。从 1950
年代以“除四害、讲卫生”①为主要内容

的爱国卫生运动，到1970年代以环境卫

生“两管五改”②为主题的创建卫生城市

（镇）运动，再到 1980年代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运动，直到1994年正式参与世界

卫生组织倡导的健康城市建设[9]，“环境

卫生”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贯穿至

今，这与我国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

是相适应的。

21世纪以来，我国在长期开展的

“卫生城市”建设基础上逐步纳入了健康

促进理念。从宏观层面的相关策略来看，

通过开展环境保护重大科技专项研究、

人居环境质量评价、重点地区专项规划

编制等行动大力推动区域、流域性环境

污染治理，将倡导生态文明作为城镇化

转型期的重要目标[10]，积极融入全球可

持续发展战略。从城乡环境建设的具体

措施来看，各地通过优化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促进公共空间体系建设、开展旧

区更新和环境整治等行动，显著提升了

人居环境的宜居水平。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康养为主题的

公共事业发展和环境适老化建设成为

“十三五”以来的重要建设目标，间接促

进了全社会对“大健康”理念的认识。

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并强调保障妇

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基本权益，将

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作为健康城市

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从爱国卫生运动到健康城市战略，

安全、卫生和舒适等原则始终贯穿于我

国城乡规划的发展历程。在城市建设领

域，我国一直执行着世界上最严格的建

筑通风采光要求、住宅日照间距规定、

绿地率控制等强制性标准，对医疗卫生、

文体活动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也设置

了严格的技术要求。事实表明，与其他

国家相比，我国的规划体系有较强的执

行力度，但在动态适应发展需求、实施

精细化治理等方面略显不足。如何将具

有较强探索性的健康理念纳入规划实践，

是我国推进健康城市规划实践的当务

之急。

2 健康城市的规划干预路径

自20世纪末以来，推进健康城市建

设的目标得到了规划界的积极响应。国

际城市规划协会 （ISOCARP） 1993年

会、美国规划师协会（APA） 2014年会

等一系列重要国际交流活动，均以“公

共健康与规划”为主题，探讨优化环境

健康效益的规划手段，引发了全球范围

内持续而广泛的讨论。2016年，第九届

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在《健康城市上海共

识》中进一步明确了健康对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意义，来自全球 100多座城

市的市长承诺将健康作为城市治理的优

先目标，采取措施消除环境污染、改善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系统等，建设

包容、安全、具有抵御灾害能力、可持

续和健康的城市。总体上，国内外实施

规划干预的路径主要包括减少健康风险

暴露、关注重点人群、提供健康资源、

促进健康行为4个方面（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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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健康城市的4个规划干预路径
Fig.1 Four planning intervention approaches of

healthy cities

2.1 减少健康风险暴露

人居环境中存在的健康风险主要来

自传统健康风险、工业化引起的环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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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现代化引起的健康风险 3个方面[11]。
传统健康风险主要来自基本卫生条件的

不足，例如缺少安全的水源、缺乏充足

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及恶劣的居住环境[6]

等。工业化引起的环境风险包括工业生

产导致的空气、土壤和水体污染，及其

对人群健康造成的威胁[12]。现代化引起

的健康风险则是指非点源污染，以及社

会经济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健康挑战[7]。
利用规划手段减少人群健康风险暴

露的举措包括宏观尺度和中微观尺度的

策略。宏观层面的规划干预包括开展大

气、水、土壤等污染治理和城市用地功

能结构调整[13]等。中微观层面的规划干

预包括医疗卫生设施的合理布局与应急

预案[14]、治理城市光污染、热岛效应和

交通噪声[15]，防治工业遗产再利用过程

中的环境污染[16]，改善室内环境空气质

量[17]等措施。

2.2 关注重点人群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的广泛应用和多

源数据融合研究的进展，人群健康水平

在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分布得以较

为直观地呈现，特定人群面临的健康挑

战、健康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

题得到充分揭示，健康公平成为规划干

预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18]。有计划地

为存在生理机能局限的人群提供环境补

偿，为社会融入和支付能力不足的人群

提供住房和公共服务支持，已经成为社

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为了系统应对年龄差异、收入差异、

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等对实现健康公平

的挑战，城市层面的规划干预包括利用

公共政策工具和空间干预手段，为存在

自身能力不足及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

的群体，提供住房保障和充足的基本公

共服务；社区层面的规划干预包括改善

旧区的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实施针对

公共空间、出行环境的适儿与适老化改

造，提高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水平等。

2.3 提供健康资源

人们对健康资源的理解正在不断发

展。除了具有基本生态功能价值的自然

环境、满足特定需求的公共服务设施以

外，人因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不断深化

着人们对建成环境要素健康效益的认识。

以绿地为例，人们不仅认识到绿色基础

设施对降温减噪、生境环保、改善空气

质量、促进低碳发展等方面具有的生态

学意义[19-20]，也越来越关注城市绿地对

居民体力活动、心理健康、社会交往的

促进作用[21-23]。通过恢复环境、减压景

观等探索性实践主动追求更高的健康产

出，为健康城市规划带来了新的视野。

利用规划策略完善健康资源配置的

实践包括区域和城市层面[24]的三生空间

体系，基础设施系统，能源、信息和交

通体系，以及社区层面的公共服务和建

成环境等[25-26]。其中，以公平普惠为目

标的健康资源配置，宜立足全人群和全

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补齐发展短板，

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资源。

上述内容宜在法定规划中予以底线控制，

并由政府干预和公共财政予以保障。以

改善提升为目标的健康资源供给，则致

力于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规划实

践应引导地方结合主要健康挑战和公众

需求，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动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形成共建共享格局。

2.4 促进健康行为

健康行为既是直接产生健康效益的

个体行动，也是评估和测度建成环境健

康效益的评价指标。与大部分健康资源

带来的直接健康效益不同，促进健康行

为需要通过影响个人决策来发挥作用，

因而在实施规划干预时需要充分考虑目

标群体的需求、特点和相应的引导方式。

现阶段，规划干预被证实可以显著促进

的健康行为主要包括体力活动、社会交

往和健康膳食。

2.4.1 促进体力活动

通过场所营造和环境维护，促进和

保障所有年龄群体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

开展持续体力活动[27]。安全通畅的道路、

优美的出行环境、适度混合的用地功

能[28]等，对体力活动具有良好的促进作

用[29]。根据《“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城市和社区应加强健身步道、骑行

道、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园、社区多

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建设，在城镇社

区实现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

2.4.2 促进社会交往[30]

社会交往不仅有助于缓解精神压力、

减少孤独感，也是积累社会资本、获得

社会支持的重要手段。适宜的居住密度

和用地混合度、整洁舒适的交往空间等，

不仅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邻里关系和社区

活力，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包容、减少社

会排斥[31]。
2.4.3 引导健康膳食

健康饮食对于人体的生理健康、心

理健康、寿命等均有积极正向的影响作

用[32]，社区层面的健康食品环境是值得

关注的问题[14]。提高菜场、生鲜超市等

设施的可达性对于提高居民整体健康水

平具有持续正面影响，对青少年和儿童

的健康成长尤其重要[33]。

3 健康城市的规划实践

关于环境与健康之间复杂关联的认

识仍在探索中不断得以深化，加之不同

城市在地理、气候、发展条件等方面存

在的差异，这就要求健康城市的规划实

践应以专业的手段和科学的态度，构建

适合自身特色的工作体系。

3.1 健康城市规划全球实践的启示

就不同国家实施健康城市规划的干

预力度来看，主要分为规划管控和规划

引导两种类型。规划管控借助规划编制

和实施体系完成健康目标的传导。譬如

法国要求地方规划（PLU）在编制过程

中完成现状分析、发展规划和管控要求，

并逐一落实到规划实施阶段[34]。与之相

似的还有澳大利亚悉尼市提出的健康城

市规划政策与规范[35]，巴西实施的城市

规划促进国家健康战略的部署[36]等。规

划引导则以提供专业建议的方式推进健

康目标的实现。譬如英美国家主要通过

引导、指导和评估等手段鼓励地方开展

实践探索，政府部门重点负责整合健康

和规划政策，促进卫生和规划部门的合

作，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并提出建议[37]。
伦敦的《健康街道：优先步行、骑行和

公共交通的健康城市》 [38]、纽约的《积

极设计指南：促进体力活动和健康的设

计》 [39]、洛杉矶的《设计一个健康的洛

杉矶》 [40]、安大略省的《设计健康的生

活》 [41]等率先开展了基于循证的探索性

规划。

以纽约市于2010年推行的“积极设

计指南”（Active Design Guidelines，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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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ADG）为例，该指南建立在规划、交

通、公共卫生、财政和城市管理等部门

协作的基础上，核心举措是通过社区、

街道和建筑层面的规划设计促进居民的

体力活动和健康水平，具体设计建议根

据证据强度分为已得到充分证据、或正

在不断增加证据的举措，以及专业人士

依据经验认为有益但需要验证的手段[42]。
在时任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的推动下，纽

约市还开展了两项旨在促进指南实施的

保障工作。其一是启动了评估程序，针

对采取ADG措施的试点开展健康改进效

果评测，以便对指南进行持续完善。其

二是面向设计师和开发部门开展技术培

训。参与培训的人员中有超过 95%的人

表示增进了对环境健康效益的认识，超

过 85%的设计师表示会在未来设计工作

中采纳导则中的建议[43]。

3.2 我国健康城市规划的实践

我国拥有与自身社会治理、行政管

理相适应的规划实施体系，需要在借鉴

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

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城市发展道路。

根据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等

纲领性文件的要求，保障空间、社会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城乡、区域、人

群之间的健康公平，提高建成环境对全

体社会成员的健康促进能力等，是

“十四五”期间健康城市建设的主要目

标。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城市之间面

对的主要健康挑战存在差异，各自的发

展基础和条件也不尽相同。然而正如

《健康城市上海共识》 所提出的那样，

“建设我们能力所及的最健康城市”是全

社会共同的目标。2021年，《“十四五”

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提出了营造安

全宜居的健康环境建设目标，部署了提

高市政基础设施服务能力、改善学校和

职业健康环境管理，促进积极出行环境、

针对建成环境开展精细化整治等行动。

上海市通过《“健康上海 2030”规划纲

要》《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等

政策，提出了推进城市污染治理、开展

环境综合整治、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

测评估制度等举措。广州、重庆、成都、

昆明等城市也先后制定了相关政策，围

绕污染治理、全民健身运动、基本公共

服务设施均等化等目标采取措施，并将

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

纳入了工作计划。

4 健康城市的规划实务

健康城市的规划实务是运用专业工

具促进健康理念融入规划编制、实施与

管理的业务工作。基于我国健康城市的

发展目标，规划干预的空间层次、干预

路径和引导方向等综合因素，本文提出

由规划管控与引导、规划实施与管理、

规划评估与反馈等 3方面内容构成的健

康城市规划实务体系（图2）。

4.1 规划管控与引导

以规划文本、图则等形式实施规划

管控与引导，在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

关专项规划编制过程中实现健康目标的传

导。规划编制应以现状分析和发展趋势

为基础，提出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目标

和措施，并明确规划干预的方向和力度。

嵌入规划编制过程的健康干预措施

包括减少负面影响和促进正面影响两个

方向：①困境应对。以保障全体社会成

员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权益为目标，具体

措施包括污染防治、交通疏导、环境治

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补短板、减少

建成环境的功能性障碍和社会排斥、提

高健康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等。

该部分内容已达成广泛社会共识，应着

重明确刚性管控指标和约束性要求。②

健康促进。以促进健康行为和积极生活

方式为核心，具体措施包括优化健康服

务设施的布局、改善健康食品的供给环

境、发展全民健身体育活动场所、优化

绿地和休闲空间资源的供给及其可达性、

为弱势群体提供环境和设施支持等。该

部分内容的优先级别取决于具体条件和

实际需求，对可行性和创新性的要求较

高，宜采用适度的规划引导。针对上述

两个干预方向，国际领域的探索常常同

时包含正面和负面清单，譬如国际健康

建筑研究院提出的《全球健康社区标准》

（2017） [44]，哈佛大学的“创建健康社

区”工具书（2017） [45]等。

4.2 规划实施与管理

规划许可是地方规划主管部门依法

对城市开发界限内的建设活动实施审核

的政策工具。将健康要求纳入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46]，是确

保土地使用和建设活动健康效益的重要

环节。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审批应重点核

查刚性管控指标与约束性要求在土地利

用、开发控制、城市更新和各项建设活

动中的落实情况。“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审批除了核查刚性要求在项目层面的落

实情况，还应结合项目与周边城市环境

的关系开展健康影响审查。譬如审查使

用大面积玻璃幕墙的项目是否采取措施

以避免城市光污染、审查交通站场选址

是否采取措施以减少噪声和空气污染等。

除了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为代表的合规性管理以外，

图2 健康城市规划实务体系
Fig.2 Practice system of healthy city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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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处于探索阶段的健康城市规划宜在实

施管理中保有一定的开放性。如《纽约

市积极设计指南》（ADG）在邻里、街道

和建筑层面准许采取探索性创新举措，

鼓励健康工作者与规划工作者之间的协

作。值得注意的是，应用探索性干预措

施的必要条件是同步启动评估程序，并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予以及时反馈和调整。

4.3 规划评估与反馈

健康城市规划的发展有赖于研究和

实践领域的不断探索，以及与之紧密相

关的监督和反馈。在环境影响评价

（EIA）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健康影响评估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简称 HIA）
是实施评估与反馈的有效研究工具，并

在某些情况下上升为政策工具。根据

《戈登堡共识议定书》的定义，健康城市

的规划实务是运用专业工具促进健康理

念融入规划编制、实施与管理的业务工

作[47]。利用HIA对建成环境的健康影响

进行定量和定性的评价[48]，便于提升公

众对于健康问题的认知、促进健康决策

中的公共参与、协调相关利益者并提供

协调举措等[49]。
健康影响评估可以结合不同尺度、

不同对象展开，如开展重点区域、流域、

行业环境的健康影响调查，针对大型工

程项目实施健康影响评价，以及针对环

境暴露开展健康风险评估、针对社区更

新的健康效应实施监测等。需要强调的

是，健康影响评估的价值不仅取决于评

估工具自身的科学性，也取决于健全的

反馈机制和及时的规划响应，根据评估

结果开展规划动态维护，及时研究解决

规划实施中的问题，确保规划目标的实

现。从开展评估的阶段来看，主要包括：

①前瞻性健康影响评估。通过预先审查

拟实施政策、技术规程的健康影响，规

避潜在的健康风险、优化健康效益。

②实施后健康影响评估。开展规划实施

情况动态监测和评价，及时向社会发布

核心指标监测结果，为规划编制和实施

持续提供优化建议。

5 结语

公共健康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对话是

一个持续的话题，伴随着不断拓展的研

究和实践，必将在认识层面逐步深入、

在行动层面不断创新。值得注意的是，

健康理念可以转化为公共政策和标准化

的技术要求，但人们的生活却并非千篇

一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和城市间的

差异不容忽视，健康城市的发展既需要

普遍适用的规划管控和引导，也需要灵

活响应的实施机制，避免牵强附会、削

足适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关于

建成环境健康影响的证据正在不断积累，

但健康结果的成因是复杂多样的，健康

城市的规划实践要避免简单归因、草率

干预。总体上，在涉及生命安全、健康

公平等方面需要建立底线思维，加快落

实健康城市规划的刚性管控要求，在优

化环境健康效益、促进积极生活方式等

方面则应强调针对性和适用性，鼓励探

索较为弹性的规划引导和实施管理手段。

注释

① “四害”指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

② “两管五改”即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改

厕、改畜圈、改水井、改良环境和改良

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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